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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美国特朗普政府于 2018年发起的中美

贸易争端逐渐向科技领域延伸，对华科技打压势头

日盛，很多观察家甚至称之为对华“技术冷战”(Tech
Cold War)。①这不仅体现为美国对中国科技创新的

敌视态度，更体现为美国在半导体、人工智能、5G技

术、智能汽车、量子计算、生物科技及区块链等领域

针对中国的主导权竞争和技术遏制。②自拜登政府

上台后，其认为特朗普政府尽管言辞强硬但执行效

率低下，采取了更为系统的战略以进一步强化美对

华技术封锁力度。更为关键的是，拜登政府颠倒黑

白地指控中国推行技术民族主义 (techno-national⁃
ism)以为自身正名，认为沿袭冷战思维、借用冷战经

验以赢得技术主导地位是可行策略。③但这一指控

显然站不住脚，不仅因为中国科技创新战略的根本

目的是科技自强而非与美国展开战略竞争，更因为

美国才是真正在推行技术民族主义甚至技术霸权主

义，即通过将中国描述为“势均力敌的挑战者”和战

略对手，美国发动技术遏制的根本战略目标是“竞赢

中国”。④需要指出的是，自 1979年《中美科技合作

协定》签署以来，中美科技合作取得了重要成果，为

两国经济与社会发展贡献了重要力量，实际上，两国

开展科技合作是互利共赢。因此，有必要对美国技

术民族主义的准确内涵、结构转型及当前美对华技

术遏制等问题进行系统全面的分析，特别是识别其

新内涵、新特征和新趋势，从而为中国应有和可有的

战略应对提供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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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美国当前正大力推行技术民族主义，对中国实施技术遏制。美国技术民族主义的实质是以

“假想敌”为基础推动科技竞争，追求科技自强并非其战略优先。单元层次的国家技术地位提升与体系层次的

技术生命周期发展相结合，塑造了美国技术民族主义的三次历史性结构转型，为美国当代技术民族主义的发

展奠定了认知框架和实践基础。面对中美权力转移和技术革命前景不明的双重压力，美国以中国为“假想敌”

重启创新阻遏型技术民族主义，并采取系统性的技术遏制手段，主要体现为阻断创新扩散路径、支持战略性产

业和管理关键领域供应链等要素的协同配合。既有国家技术地位上升的历史经验使美国更加担忧自身丧失

技术引领地位的可能，美国对华技术遏制未来将继续朝着系统性、极端性和冒险性的方向发展。中国应当以

科技自强战略积极回应美国技术遏制，反对“脱钩断链”和“小院高墙”，支持开放包容的技术全球主义，努力推

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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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技术民族主义及其结构转型

技术民族主义的概念由美国学者罗伯特·里奇

于1987年首次提出，用以描述美国政府试图“保护未

来美国的技术突破不被外国人，特别是日本人过度

利用”的产业政策。⑤尽管最初其是用于指代美国针

对日本的一系列旨在确保自身技术领先地位的保护

措施，但该术语很快被用于描述美国所针对的所有

对象国及更为宽泛的技术后发国家的科技创新战

略。⑥这不仅意味着围绕技术民族主义的学理界定

充满分歧，也意味着难以有效分析技术民族主义的

类型结构及其转型，为学理和政策对话、有效批驳美

国技术民族主义增添了难度。因此，有必要厘清技

术民族主义的基本概念、构建客观合理的类型学并

系统探讨其结构转型。

(一)技术民族主义的概念澄清

技术民族主义被认为是民族主义的一个有影响

力的分支，同时是一个多层次、内涵丰富的概念，但

这也意味着其缺乏学理共识。首先，学界围绕技术

民族主义的术语使用存在明显矛盾。一方面，美国

乃至整个西方往往认为，民族主义是对祖国的热爱

与对他国的恐惧相结合的产物，是用“假想敌”强化

内部团结的工具。⑦因此，美欧往往赋予技术民族主

义消极甚至劣等的道德地位，进而在指控其他国家

推行技术民族主义时带有莫名的“道德优越感”。另

一方面，在面对美欧对技术民族主义的贬义使用时，

大量学者从赶超发展学说的视角，⑧强调技术民族主

义是技术后发国家摆脱依赖或实现追赶的战略选

择，⑨认为政府参与自主技术标准制订十分正常，所

谓的“新技术民族主义”并不违反任何国际协议。⑩

其次，学界对技术民族主义类型结构的划分缺

乏共识。以国家创新战略的对外开放程度为标准的

外部比较法，旨在区分技术民族主义、技术全球主义

(techno-globalism)与新技术民族主义(neo-techno-na⁃
tionalism)，而非考察技术民族主义的内部结构。而

根据以国家科技创新的战略态势为标准的内部比较

法，则可以将技术民族主义分为防御性和进攻性、自

强型和遏制型技术民族主义等。尽管在很大程度上

各种分类是互通的，但学者们对其对应关系的认识

却存在分歧。如孙海泳认为“防御=自强、进攻=遏
制”，而林娴岚则认可詹姆斯·肖夫的“防御=遏制、

进攻=自强”的对应关系。卢阳旭和张娟娟结合实

施主体、动机和手段等维度又区分出自强性和打压

性两类，尽管这种分类避免了有关对应关系的争

议，但并未解决科技创新与技术民族主义的潜在混

淆问题。

最后，既有研究对技术民族主义结构转型的探

讨不够充分。宏观研究高度强调科技创新的基础地

位，认为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战略性创新及其扩散

是霸权兴衰的基本动力。这也是美国视其他国家

的科技创新努力会威胁自身技术领先地位的深层逻

辑。微观研究多涉及相对具体的技术创新本身及

其市场应用、经济效应等议题，但也延伸出更为宏

大的技术—经济范式(techno-economic paradigms)及
其转变的研究。尽管有关危机时期的创新不安全

感(creative insecurity)或战略竞争的影响、技术民

族主义向技术霸权主义的转变，以及技术引领国家

与技术后发国家的关系转型等研究，在相关议题领

域也做出了有益探索，但对宏观—微观互动关系的

研究仍极为缺乏。

应该承认的是，既有研究仍存在基本共识，即技

术民族主义是从本国安全和国家间竞争的角度来看

待科技议题，国家应当采取一切措施保护本国科技

发展机会和科技利益。例如，陶文昭指出，技术民

族主义包括对内实行技术扶持和对外实行技术保护

两个方面。又如，刘国柱认为，技术民族主义的核

心是从战略角度看待技术和制造业发展，认为技术

是对国家安全和经济实力至关重要的关键性资产，

其政策重点是加强国内产业的对外竞争力，从而维

护本国在科技领域的国家利益。基于技术民族主

义的四个核心内容——战略视角、国家干预、竞争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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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和政策途径，我们可以认为有无“假想敌”的确是

识别技术民族主义的核心变量。

第一，“假想敌”是区分科技创新是否具有民族

主义属性的关键因素。早在技术民族主义概念提出

之前，经合组织(OECD)就于 1985年提出“技术的民

族主义”(technological nationalism)概念，强调政府应

积极参与科技创新的理念与政策。另一研究也指

出，科技创新具有领土、主权、公民及民族等属性。

这些讨论都凸显了科技创新存在客观的国家和民族

属性，而这也意味着并非所有科技创新都是技术民

族主义。

第二，以“假想敌”为核心指标，有助于识别技术

民族主义的类型结构。技术民族主义是一国以“假

想敌”的科技发展为参照，旨在通过科技竞争实现对

“假想敌”的胜利或至少赢得巨大优势。也就是说，

技术民族主义未必会导致科技自强，相反可能导致

“两败俱伤”或“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的后果。因此，

旨在自强的科技创新战略便不是技术民族主义，尽

管它可能产生国际权力竞争效应。

第三，“假想敌”变量使技术民族主义与国际权

力竞争的互动机制得以凸显，有助于探究技术民族

主义的结构转型。一国基于“假想敌”将“决胜科技

竞争”视作优先于“促进科技发展”的战略目标，导致

其与真实或想象的对手展开竞争。从宏观的国家间

权力竞争角度看，外部威胁对国家创新战略的促进

作用更为明显，因为包括规则和权力在内的国家间

地位竞争至关重要，技术民族主义的决策前提是自

身相对“假想敌”的技术权力地位。

综上，技术民族主义可以更为准确地界定为：通

过将“假想敌”的科技创新努力塑造为自身的“存在

性威胁”并采取针锋相对的举措，其根本目标是科技

竞争而非科技自强。尽管可能推动自身和国际科技

发展，但技术民族主义的根本追求是赢得对“假想

敌”的技术优势地位，是否设定“假想敌”，是我们识

别技术民族主义的关键。

(二)技术民族主义的类型结构

因其揭示了技术民族主义的决定因素，以“假想

敌”为基础的概念界定可更为准确地识别技术民族

主义的类型结构。由于技术民族主义的决策前提是

相对性的技术权力，因此，它同时指向单元层次的国

家技术地位和系统层次的技术生命周期。

技术民族主义以“假想敌”为基础，其出发点是

相对性的技术权力或国家技术地位。科技创新是国

家实力的重要来源，它可将国际政治从“地缘政治

时代”带入到“技术地缘政治时代”，导致技术权力

成为竞争核心。特定国家在特定时期的特定技术

地位——引领抑或后发，是技术民族主义更为客观

的决策前提，因为其既可有效避免防御与进攻、自强

与遏制如何对应的争议，也可避免科技自强与技术

民族主义的区分困难。从国际权力“竞赢”角度看，

技术引领国家倾向于拉大或至少维持既有技术优

势，其具体政策选择既可以是相对温和的拉大差距，

也可以是更为激烈的创新打压。相对应地，技术后

发国家往往试图缩小或至少维持既有技术差距，其

追赶战略同样既可能是温和的也可能是激烈的。

此外，国家技术地位的差异性也源于各国在同

一技术环境中的发展水平不同。也就是说，技术生

命周期事实上塑造了各国在技术民族主义、技术全

球主义乃至新技术民族主义之间的选择范围。当科

技创新处于成长—成熟期，即在与技术革命紧密联

系的技术—经济范式充分确立阶段，科技创新不仅

方向明确且引领—后发关系清晰，技术赶超较难发

生，此时，技术引领国家和技术后发国家均无须采取

激烈的战略战术，拉大或缩小技术差距成为主要选

择。而在既有技术—经济范式遭到侵蚀、新的技术

—经济范式尚未确立的阶段，科技创新处于旧技术

衰退、新技术萌芽即衰退—萌芽期，在这一时期，科

技创新方向不明且较易通过赶超导致国家技术地位

发生变化，故而技术引领国家和技术后发国家均可

能采取相对激烈的战略战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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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言之，国家技术地位包括技术引领国家和技

术后发国家两种类型，技术生命周期则涵盖技术创

新的成长—成熟期和衰退—萌芽期两个阶段，由此

可得出技术民族主义的四种类型，即技术引领国家

的差距拉大型和创新阻遏型技术民族主义，以及技

术后发国家的差距缩小型和创新赶超型技术民族主

义(表-1)。
对技术引领国家而言，在技术创新的成长—成

熟期，会选择差距拉大型技术民族主义，即通过持续

推进国内科技创新和抢占国际市场，达到拉大或至

少维持既有技术优势的战略目标。而在技术创新的

衰退—萌芽期，则选择创新阻遏型技术民族主义，即

设法阻止竞争对手的科技创新，以维持自身的相对

技术优势、争取提前实现科技突破。

而对技术后发国家而言，在技术创新的成长—

成熟期，一般会采取差距缩小型技术民族主义，即利

用开放性的科技创新环境特别是国际技术合作空

间，实现技术追赶或至少避免被甩得更远的战略目

标。而在技术创新的衰退—萌芽期，则会采取创新

赶超型技术民族主义，利用技术创新的停滞和不确

定性，尝试最大化“落后者的优势”，寻求尽早实现具

有体系重要性的科技创新，最终达成追赶甚至反超

的战略目标。

(三)技术民族主义的结构转型

技术民族主义并非始终处于高潮，其高低起伏

或结构转型取决于国家技术地位和技术生命周期动

态发展的不同组合，进而产生不同的结构转型路径。

国家技术地位的质变即地位上升或地位下降所

导致的技术民族主义结构转型的路径是：当技术后

发国家实现超越成为技术引领国家后，技术民族主

义从创新赶超型演变为差距拉大型。需要指出的

是，国家技术地位上升后的差距拉大型技术民族主

义是一个矛盾结合体。一方面源于赶超时期的政策

路径依赖，其技术开放性特征更为明显。另一方面

源于自身赶超经验，其对维护来之不易的技术引领

地位更加重视，“假想敌”色彩可能更浓。与技术后

发国家相对应，当技术引领国家跌落为技术后发国

家后，其技术民族主义从创新阻遏型转向差距缩小

型，由于较强的技术基础和较明显的心理落差，它可

能表现得更为极端和冒险。由于技术引领地位的稀

缺性，若技术后发国家地位上升成为技术引领国家，

这往往意味着技术引领国家地位下降成为技术后发

国家。当然，国家技术地位的变化是一个长期过程，

地位上升或下降往往发生在技术生命周期的衰退—

萌芽期，因为只有在缺乏稳固的技术—经济范式的

情况下，技术赶超才更有可能得以实现。

此外，技术生命周期的动态发展也会诱发技术

民族主义的结构转型，具体路径包括：一是在同一

技术生命周期中，科技创新从成长—成熟期进入衰

退—萌芽期，技术引领国家的技术民族主义从差距

拉大型向创新阻遏型转变，技术后发国家相应地从

差距缩小型向创新赶超型转变。二是在从现有技术

生命周期迈向新的技术生命周期的过程中，科技创

新从衰退—萌芽期迈向成长—成熟期，技术引领国

家的技术民族主义开始从创新阻遏型向差距拉大型

转变，技术后发国家则相应地从创新赶超型向差距

缩小型转变。

综上所述，结合国家技术地位和技术生命周期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表-1 技术民族主义的类型结构

成长—成熟期

衰退—萌芽期

技术引领国家

差距拉大型技术民族主义

创新阻遏型技术民族主义

技术后发国家

差距缩小型技术民族主义

创新赶超型技术民族主义

国家技术地位
技术生命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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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动态发展，有助于识别宏观国际权力竞争与微观

科技创新的互动机制，进而精准识别技术民族主义

的三对六种结构转型，即同一技术生命周期内因技

术生命周期变化而来的结构转型，以及跨技术生命

周期背景下国家技术地位变或不变的结构转型。由

于存在技术引领国家和技术后发国家之分，最终有

六种转型路径(图-1)。这一框架可为理解美国技术

民族主义的结构转型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

二、美国技术民族主义的三次结构转型

自建国之初起，美国的科技创新努力便有着明

确的“假想敌”，技术民族主义始终贯穿美国的科技

创新努力。这与美国的国家缔造史紧密相关。一方

面，美国的国家建设进程塑造了美国的技术依赖文

化。由于地广人稀，初到北美的欧洲移民在面临复

杂的自然挑战和土著社会时，不得不发明并使用机

器来替代人类的技能和力量，而克服西进扩张的重

重困难更加速了美国“技术迷恋”的形成。随着美

国人因建国经验而逐渐演变为“陶醉于机器”的民

族，“技术中心论的解决办法”日益成为美国“战略

文化基因”中不可分割的要素。另一方面，霸权获

取与护持经验也塑造了美国的技术民族主义信仰。

无论是赢得对英国的技术优势地位，还是维持甚至

拉大对苏联、日本等国的技术领先优势，美国始终

“根本且独特地依赖于技术”，强调通过决定性的胜

利实现“快速和决定性的后果”。结合国家技术地

位的变化和技术生命周期的发展，我们认为，美国技

术民族主义事实上经历了三次结构转型。

(一)加入竞争行列：从差距缩小型到创新赶超型

技术民族主义

从建国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美国都居于

技术落后地位。从技术—经济范式角度看，美国在

第一、二次技术革命中均处于后发地位。在国家技

术地位整体不变的情况下，技术生命周期成为美国

技术民族主义第一次结构转型的主要推动力量。利

用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体系性机遇，美国逐

渐加入技术引领国家的竞争行列，其技术民族主义

也实现了从差距缩小型到创新赶超型的第一次结构

转型，具体涵盖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从技术窃取到技术追赶的转型。当美国赢

得国家独立时，第一次工业革命早已启动，面对近乎

成熟的技术—经济范式环境，美国快速缩小与英国

技术差距的首选策略是窃取技术秘密。美国的开国

之父们意识到，引入外国最新机器对美国有重要意

义，主张奖励那些能为国家获取“具有非凡价值机密

图-1 技术民族主义的类型结构与演变路径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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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的人。1793年《专利法》(Patent Act of 1793)明
确规定专利权仅授予美国公民所申报的未广泛使用

或广为人知的技艺，事实上是豁免了任何将外国创

新技术应用于美国的行为。这些窃取行为主要针

对英国，“假想敌”色彩非常明显。例如，被誉为

“美国制造业之父”的塞缪尔·斯莱特就是依据其

在英国抄记的纺纱机专利细节，在罗德岛建立了

美国第一家水力纺织厂。又如，波士顿商人弗朗西

斯·洛厄尔于1812年美国第二次独立战争期间，将当

时的核心工业技术——动力织布机从英国“悄悄带

回”美国。

技术窃取使美国得以快速缩小与英国的技术差

距，并为第二次工业革命到来时参与技术引领地位

竞争奠定了有利基础。美国的制造业生产率(Manu⁃
facturing Productivity)迅速从建国时的接近为零飙升

至 1820年为英国的 1.49倍，到 1870年更达到英国的

2倍，尽管其整体生产率仍然落后于后者。第二次

工业革命与美国内战后重建机遇的重叠，为美国创

新赶超型技术民族主义创造了有利条件。美国的创

新赶超努力主要包括以下方面：其一，1862年，林肯

总统签署《莫里尔法案》(Morrill Act of 1862)，推动美

国大学数量迅速增加，到 1922年基于赠地建立的学

院达到 69所，进一步推动了农业科技研究；其二，

美国第一所研究型大学即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于

1876年建立，其与美国大众高等教育的发展相互呼

应；其三，美国国家科学院于 1863年设立，负责就与

科学技术相关的问题提供客观独立的建议；其四，

1887年的《哈奇法案》(Hatch Act of 1887)开启了联邦

政府资助各州和各大学重要研究的先河；其五，在

19世纪后期至 20世纪初，研究型大学及私营公司的

工业实验室成为基础科学研究的主要推动力量，并

得到慈善组织的大力支持，为美国迈入技术引领国

家行列贡献了重要力量。

二是从避免陷入对英国的依赖到通过高关税全

面促进本土工业的转型。独立建国后，美国意识到

自身相对英国的巨大差距，强调通过建立自己的制

造业体系以缩小这种差距。1871年的《制造业报告》

(Report on Manufactures)强调制造业在国家经济独立

和工业化中的重要性，并提出一系列政策措施以保

护美国工业免受外力摧残。1815年的“美国体系”

(American System)计划则进一步强调，政府应实施保

护性关税以确保美国制造商免受外来竞争的影响，

从而降低美国对海外资源的依赖，避免重新陷入自

由放任的“英国自由贸易体系”。

到了重建时期，美国虽能加入技术竞争行列，但

尚未取得明显优势。一方面，第二次工业革命几乎

同时在美国、德国、瑞典等多国发生。另一方面，尽

管美国 1890年的工业产值超越英国跃居世界第一、

占世界工业总产值的 31％，但其技术优势远未转化

为国际技术权力。美国在世界贸易中的占比仍落后

于英国和德国，在对外直接投资中的占比更是远远

落后于英国、法国、德国等国，就综合国力而言，美国

也落后于英国。因此，在这一时期，通过高关税保护

本土工业仍是美国加快创新赶超步伐的重要手段。

例如，美国国会分别于 1890年、1897年通过《麦金莱

关税法》(Mckingley Tariff Act)和《丁利关税法》(Ding⁃
ley Tariff Act)，进一步提高了工业产品的关税，加大

了对美国本土工业的保护力度。

(二)巩固领先地位：从创新赶超型到差距拉大型

技术民族主义

通过创新赶超型技术民族主义，美国自 19世纪

70年代起逐渐加入技术引领国家的竞争行列。在此

后的半个世纪里，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具创新能力的

国家，涌现了数量最多的原创发明。到1896年，美国

的专利数量已经是 1866年的 2倍多、人均专利数量

则是 1866年的 1.75倍。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大量成

果来自美国，如电话、电灯、高频交流电发电机、汽车

及飞机等。

两次世界大战为美国巩固其新获得的技术引领

国家地位提供了历史机遇。一方面，战争特别是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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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性战争对技术创新的刺激相当巨大，使技术生命

周期的演变大大加速。另一方面，除美国之外的体

系性大国，在两次大战期间均忙于战争及战前策划、

战后安排，未能有效把握全球性战争带来的科技创

新机遇。换句话说，尽管这一时期相对较短，但却推

动美国完成了技术民族主义的第二次结构转型，即

从技术后发国家的创新赶超型转向技术引领国家的

差距拉大型，其核心动力是从民间主导的科技创新

转向国家主导的科技竞争。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美国科技创新的动

力主要来自民间力量。一方面，得益于第二次工业

革命所带来的技术发展及 1904年最高法院推动《谢

尔曼反托拉斯法》(Sherman Antitrust Act)对价格控制

和市场分享等垄断行为的禁令全面生效，一大批美

国制造业公司在 20世纪前 10年建立了内部实验室，

并逐渐将独立发明家挤出创新市场。另一方面，一

战带来的组织和技术挑战，推动科学动员达到前所

未有的水平，产学研融通合作取得长足进展。在整

个 20世纪 30年代，全美研发支出的 2/3左右来自工

业企业，联邦支出仅在 12％-20％之间，其余则来自

大学、州政府、私人基金会和研究机构。

二战“永久性地改变了美国的研发体系和科学

政策”。二战期间，为赢得最为激烈的权力竞争，美

国联邦政府逐渐全面主导美国的科技创新努力。

1940年，美国国防研究委员会成立，开创了联邦政府

投资科研的合同制管理模式。1941年，美国国家科

学研究与发展局(Office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De⁃
velopment，OSRD)成立，具体负责战时国家科技创新

战略的规划与执行，并推动形成了由政府、大学、研

究机构、工业企业和军方联合组成的战时创新网络，

开创了美国科技创新的举国体制时代，其最为典型

地体现在“曼哈顿计划”上。尽管美国通过政策制

定、资金资助和计划制定等方式推进科学研究的努

力，事实上始于大萧条时期，但到战争高潮时期，美

国政府资助产出的专利占总量的 1/8，超过战前和战

后时期的 5倍，接近 20世纪 50-60年代冷战高峰时

期的 2倍。这一旨在赢得战争的技术民族主义，即

便在战争结束后仍得以延续。1945年，著名科学家

范内瓦·布什递交的《科学：无尽边疆》(Science，The
Endless Frontier)报告，在总结科技创新对战争胜利

的贡献的基础上，建议在和平时期也确保国家对重

大科技发展的投入、建立系统的国家创新体系以产

生同等收益，并提议成立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加大

对基础科学研究的资助。

美国从创新赶超型技术民族主义向差距拉大型

技术民族主义的转型在很大程度上取得了成功。进

入 20世纪，国家技术地位下降的英国仍有望重新崛

起，德国似乎与美国齐头并进。但到二战结束时，

美国已赢得了独一无二的技术引领地位，成为真

正的技术霸权。以人均工业产值为例，美国在

1880年时仅相当于英国的 1/4，到 1913年就已超过

英国，到 1953年时则相当于英国的 1.7倍。英国

和欧洲在 1901年便正式发出“美国技术入侵”的警

告，但日益无力抵抗，最终在 20世纪 60年代后不再

发出警告。

(三)维护技术霸权：从差距拉大型到创新阻遏型

技术民族主义

在冷战开启之际，美国的技术引领国家地位已

相当稳固。尽管如此，美国的技术引领国家地位仍

不断遭遇挑战。第三次工业革命与冷战几乎同期抵

达，美国在应对技术生命周期衰退—萌芽期挑战的

同时，也面临来自苏联的重大挑战。而在“挫败”苏

联挑战之后，美国发现其盟友日本正日益成为新的

对手。因此，尽管创新阻遏型技术民族主义在针对

苏联时带有强硬的意识形态色彩，但当它被应用于

遏制日本技术发展时，其技术霸权主义色彩就更为

明显了。正是相继发生的针对苏联和日本的技术遏

制，推动美国技术民族主义完成了从差距拉大型向

创新阻遏型的结构转型。

尽管冷战初期的苏联对美国的技术引领国家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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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并未构成真实威胁，但是美国利用第三次工业革

命与冷战开启的契机将苏联塑造为“想象的”威胁。

事实上，导致美国采取创新阻遏型技术民族主义的

既非冷战的开启，也非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而

是1957年苏联发射人类历史上第一颗人造卫星所产

生的“斯普特尼克危机”(Sputnik Crisis)。原因在于，

在既有的技术—经济范式动摇而新范式尚未确立的

衰退—萌芽期，苏联的技术突破不断冲击美国人的

自信，即随着自身技术引领优势被蚕食，美国将变得

越来越不安全。针对想象中的苏联威胁，美国主要

采取三大手段加以应对：其一，继续强化政府主导作

用，启动长达20年的科技创新战略变革，通过政府采

购和补贴等方式，大幅增加对军工复合体的投资，联

邦政府成为科技研发的最重要投入主体。在 1940-
1964年，联邦政府投入的研发资金增长了 20倍，在

20世纪 60年代鼎盛时期接近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

2％；其二，利用 1949年《出口管制法》成立“巴黎统

筹委员会”，通过双边、多边手段对苏联实施全面的

技术与战略物资禁运；其三，凭借自身更为雄厚的

技术和经济基础，与苏联展开全面的军备竞争，其中

“星球大战”计划对最终拖垮苏联有着重要的意义。

随着“古巴导弹危机”揭示了苏联的“外强中

干”，加上 20世纪 70年代在信息与远程通讯领域取

得的重大突破，美国对自身技术引领地位的信念重

新得到强化，针对苏联的创新阻遏型技术民族主义

逐渐趋于缓和。20世纪 80年代，日本崛起被视作对

美国技术霸权地位的重大威胁。在“技术立国”战略

指引下，日本加大对科技创新的政策支持力度，并在

半导体领域取得快速发展，一度超越美国成为全球

最大的半导体出口国。1986年，日本富士通公司启

动对被誉为“硅谷之母”的美国仙童半导体公司的收

购计划，此举成为诱发美国创新阻遏型技术民族主

义重新抬头的重要事件。与美苏竞争不同，美国对

日本的创新阻遏型技术民族主义主要采取两大手

段：一是对内保护，即限制日本高科技公司在美投资

并购，并采取诸如反倾销与高关税等保护性贸易政

策。二是对日打压，其核心是逼迫日本政府签署《广

场协议》《日美半导体协议》等不平等协议，对日本技

术创新展开全面打击，其结果是日本半导体产业在

20世纪 90年代快速没落。事实上，美国对日本的创

新阻遏型技术民族主义收效很快，美国于 1992年便

重新占据世界半导体市场销售份额第一位置。

在进入 20世纪 90年代后，美国技术民族主义再

次趋于缓和，这根本上源于三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一

是美苏冷战整体结束；二是针对苏联和日本的创新

阻遏相继获得成功；三是美国在冷战结束后取得在

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方面的重大领先地位。但随着

“单极时代”被证明不过是“单极时刻”，特别是中国

持续快速的发展，对自身技术引领国家地位下降和

国际体系霸权衰落的战略焦虑，推动美国创新阻遏

型技术民族主义重返舞台，美正沿用冷战逻辑实施

对华技术遏制，且比其历史形态更具系统性、极端性

和冒险性。

三、战略竞争、创新阻遏型技术民族主义与美国

对华技术遏制

在短暂停歇之后，美国对体系霸权和技术霸权

的双重焦虑因21世纪后的两大趋势而迅速上升。一

方面，中美权力转移态势日渐真实。就以现价美元

衡量的国内生产总值而言，中国迅速从 1996年占美

国的 10％增至 2016年特朗普当选时的 60％。就科

技创新而言，中国居民国际专利申报量于 2009年首

次超过美国，2021年达到美国的 5倍多。另一方

面，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概念于2016年被正式提出，但

迄今并未出现可塑造新技术—经济范式的技术革

命，也即当下技术生命周期事实上处于衰退—萌芽

期。面对来自“假想敌”中国的挑战，美国在很大程

度上以自身国家技术地位下降为假设，再次启动创

新阻遏型技术民族主义，并将冷战遏制逻辑应用于

对华科技竞争。面对相比于冷战时期更深的相互依

赖、更小的实力差距和更大的全球挑战，美国创新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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遏型技术民族主义结合意识形态斗争和技术霸权主

义，在传统技术遏制的基础上进一步围绕创新扩散、

战略产业和关键矿产等创新核心要素，实施了系统

化战略战术配合，从而推动美国对华技术遏制朝着

更具系统性、极端性和冒险性的方向迈进。

(一)阻断创新扩散路径

创新扩散不仅是技术生命周期从成熟走向衰退

的关键，也是霸权衰落的关键。美国对华技术遏制

的系统化首先是阻滞中国的科技创新步伐，创新扩

散管理是其最为核心的战术手段，涵盖单边政策和

多边联盟、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和推动科技人文

交流脱钩等举措。

第一，通过单边政策和多边联盟，阻止技术创新

向中国扩散。2018年 8月，美国《出口管制改革法

案》(The Export Control Reform Act of 2018)正式生效，

法案规定由美国商务部识别并管理对“国家安全至

关重要”的新兴和基础性技术，防止其向中国扩散。

由此，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针对先进制程芯片

技术与设备对华出口设置了禁令。例如，自 2020年
12月起，禁止美企向中芯国际提供用于 10纳米制程

及以下集成电路所需的任何技术或设备。2022年
10月 11日，工业和安全局进一步禁止美国企业向中

国半导体生产商供应 16纳米或 14纳米制程以下的

逻辑芯片、18纳米及以下制程的 DRAM芯片和 128
层及以上的NAND存储器，并禁止美国人参与中国

境内半导体企业的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等任何活

动。2023年，美国进一步限制英伟达、超威半导体

等公司向中东、非洲和亚洲等 40多个国家出口人工

智能芯片，以避免技术被转移到中国。同时，美国还

联合欧洲、日本等共同对华实施创新知识出口管制

措施，禁止荷兰阿斯麦(ASML)芯片光刻设备制造商

向中国出售对制造芯片至关重要的主流技术，等等。

第二，加大对华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知识产权

保护不仅是美国激励国内创新的经济政策，也是其

对竞争国实施创新阻遏型技术民族主义、维护技术

霸权地位的重要工具。自 2017年以来，知识产权保

护成为美国阻止创新扩散的关键手段，主要表现为

对华展开“301”“337”贸易调查。事实上，在 2010-
2022年，美国针对中国企业的“337”贸易调查数量及

其全球占比持续增长，在 2017-2022年间更是持续

居于高位。在 2017-2022年，除 2021年外，其余年份

在数量上均高于 2010-2016年间的任何年份，其中

2017年、2019年和 2022年均为 22件，达到历史最高

位，2019年更是创下全球占比48.8％的历史纪录。

第三，推动对华科技类人文交流脱钩。在行政

部门，签证限制是美国实施对华科技交流脱钩的主

要手段。特朗普政府诬称，中国利用留学生和访问

学者盗取美国的非传统知识产权，因此，美国必须拒

绝为正在或曾在“军民融合战略”(milltary-civil fu⁃
sion strategy)机构工作、学习或研究的中国公民签发 J
类(学生)或 F类(访问学者)签证。2018年 11月，美

国司法部以应对来自外国的“安全和技术威胁”为由

启动了臭名彰著的“中国行动计划”(China Initiative)，
将矛头直接指向在美国实验室、大学和国防工业基

地工作的华裔研究人员。尽管拜登政府最终迫于内

外压力终止了“中国行动计划”，但对中国科技人员

和留学生的各种限制仍在继续。在立法部门，2017-
2022年间连续三届美国国会通过的涉华科技交流议

案多达 166件，占 1973-2022年间通过议案总量的

55.33％，其中，限制涉华科技交流的议案占绝大多

数，创下了中美建交以来的最高纪录。

(二)支持战略性产业

美国创新阻遏型技术民族主义的理想目标是在

阻滞的同时尽可能拉大技术差距。正如美国商务部

部长吉娜·雷蒙多所称，美国对华技术遏制的目的，

一是阻滞中国技术发展，二是维持美国技术领先地

位。因此，有针对性的战略性产业支持也是美国对

华技术遏制系统化的另一重要手段。

第一，以中国为“假想敌”出台系统性战略性产

业政策，集中体现为三项被认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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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一是 2021年 11月通过的《基础设施投资和就

业法案》(Infrastructure，Investment，and Jobs Act)，计
划投资 1.2万亿美元用于包括能源、道路等在内的基

础设施建设；二是 2022年 8月通过的《芯片与科学法

案》(The CHIPS and Science Act)，计划投资 2800亿美

元用于促进包括半导体在内的高科技研发，以确保

美国在技术方面的领先地位；三是同样于 2022年 8
月通过的《通胀削减法案》(Inflation Reduction Act)，
计划在清洁能源和制造业领域投资 3700亿美元，以

确保美国在能源转型领域取得领先地位。上述法案

包罗万象，但都基于安全考虑特别是对中国的“假

想敌”设定。例如，《基础设施投资和就业法案》强

调，中国已拥有 2.2万英里高铁，并计划到 2035年再

增加一倍。因此，该法案计划启动 50年来美国最大

的铁路投资，又被拜登称作“一代人仅有一次的投

资”。又如，《芯片与科学法案》要求获得美国政府

补贴和税收减免的厂商必须承诺，十年内不在中国

开展任何使半导体生产能力发生实质性扩张的重大

交易。

第二，瞄准“中国制造 2025”推动对美国战略性

产业的支持努力。2021年 6月，美国参议院通过名

为《2021年美国创新和竞争法案》(United States Inno⁃
vation and Competition Act of 2021)的一揽子法案，包

括《芯片和开放式无线电接入网(ORAN)5G紧急拨款

法案》《无尽边疆法案》《2021年战略竞争法案》《保障

美国未来法案》《2021应对中国挑战法案》等多个子

法案，集成了产业、科技、安全、外交、教育等方面的

内容，涉及 2500亿美元的投资。尽管也有科技自强

的要素，如重塑美国国家创新体系、释放创新活力

等，但该法案的大量内容是针对中国量身定制的，旨

在维护美国在关键性战略产业的全球领先地位。

第三，通过抢夺全球治理标准设定权以强化对

美国战略性产业的支持。拜登政府于 2023年 5月发

布《美国政府关键和新兴技术的国家标准战略》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National Standards Strategy

for Critical and Emerging Technology)，强调美国政府

将加大对包括通信和网络技术、半导体和微电子、人

工智能和机器学习、量子信息技术在内的 14项关键

和新兴技术领域国际标准制定的支持，同时增强美

国与“志同道合”国家在国际标准制定和管理方面的

代表性和影响力，旨在加强美国在国际标准制定中

的领导力、增强美国的竞争力和创新能力，以对抗中

国在 5G等技术领域的国际标准制定中不断上升的

影响力。

(三)管理关键领域供应链

除了使用贸易战、出口管制、投资限制等传统保

护手段之外，美国对华技术遏制还将保护范围延伸

至整个创新供应链。其根本原因在于，技术衰退—

萌芽期意味着技术革命的不确定性，创新阻遏型技

术民族主义的核心要义便是对“假想敌”的科技创新

努力进行全面堵截，以防止对方抢先取得具有世界

历史意义的科技创新。

第一，保护整个供应链的韧性、多样性和安全

性。特朗普政府认为，美国全球供应链的脆弱性在

很大程度上源于过度依赖中国制造，但其并没有出

台具体和系统的保护措施。拜登上台后迅速签署第

14017号行政命令，要求评估美国半导体、新能源电

池、关键矿产和医药用品四大关键领域的供应链韧

性，认为具有韧性、多样性和安全性的供应链是美国

经济繁荣和国家安全的保障。2021年 6月，拜登政

府发布关键领域供应链韧性百日评估报告，强调“更

安全、更有韧性的供应链对美国的国家安全、经济安

全和技术领先地位至关重要”。为了增强供应链的

安全和韧性，美国政府推动构建在岸生产、友岸外包

与近岸外包“三位一体”的“去中国化”供应链安全体

系，并加强对关键矿产供应链的控制，以此制衡中国

等竞争对手的科技发展。美国国防部和能源部也

响应第14017号行政命令，先后发布了本部门的供应

链安全报告。2024年 1月，美国国防部发布首份

《国防工业战略》，依托持续的全球伙伴关系，聚焦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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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产业在“供应链韧性、人员储备、灵活采购”等方面

的能力建设。

第二，加大对创新上游关键矿产的保护力度。

在创新萌芽期抢占创新高地，是推动国家技术地位

上升甚至反超的关键。但创新需要试验和摸索，控

制创新探索需要的关键材料不仅可有效阻滞他国的

创新尝试，更可前瞻性地控制产业链、供应链的未来

布局。自特朗普上台后，美国不仅重视供应链安全，

也强调对关键矿产的控制。2017年 12月，特朗普政

府发布第13817号行政命令，要求相关部门列出对美

国经济、科技、军事具有重大影响的关键矿产及来源

清单。与此同时，该命令还提出与盟友通过投资和

贸易开发关键矿产的备选方案，提升关键矿产的勘

探技术，降低进口依赖性、解决关键矿产供应的脆弱

性，从而改变美国关键矿产依赖外国供给的局面。

美国内政部于 2018年5月出台首份关键矿产清单，并

于 2022年将清单目录由 35种扩大至 50种。美能源

部分别于 2023年 7月投资 3200万、2024年 2月投资

1700万美元，用于建设利用煤炭资源生产稀土元素及

其他关键矿产的设施，以加强对关键矿产的控制。

第三，建立和健全控制供应链和关键矿产的盟

伴体系。自 2017年以来，美国建立了大量的供应链

和关键矿产联盟，试图阻滞中国的创新步伐。2021
年 3月，拜登政府在《国家安全战略临时指南》(Inter⁃
im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ic Guidance)中着重阐述了

美国与盟友在新兴技术领域展开合作的必要性。

在供应链方面，美国于 2022年启动“印太经济框架”

(IPEF)和“芯片四方联盟”(Chip4)，并于 2023年建立

“美印关键和新兴技术倡议”(iCET)和“IPEF供应链

协议”(IPEF Supply Chain Agreement)等。在关键矿产

方面，美国于 2019年建立了由 10个资源富集国组成

的关键矿产供应端组织即“能源资源治理倡议联盟”

(Energy Resource Governance Initiative，ERGI)，于

2022年又建立了由 11个西方主要矿产消费国组成

的关键矿产消费端组织即“矿产安全伙伴关系”(Min⁃

erals Security Partnership，MSP)。
(四)美国对华创新阻遏型技术民族主义的发展

态势

历史表明，全球范围内的创新中心在不断转

移——从意大利到英国、再经法国和德国最终到美

国，每个创新中心的引领时间都在 80年左右。对

这一“历史经验”的简单化理解，加剧了美国对中国

即将甚至正在取代自身技术引领地位的担忧，也推

动其对华技术遏制的系统性、极端性和冒险性特征

进一步被强化。

第一，美国对华技术遏制正朝着更加系统的三

环同心圆方向发展。前述阻断创新扩散路径、支持

战略性产业和管理关键领域供应链等要素，只是一

个双层的同心圆，其中内圈是以支持战略性产业为

中心的科技竞争，外圈包括知识扩散和供应链管理。

此外，美国也在推动同心圆的第三环或最外环的发

展，试图实现全球创新网络 (Global Innovation Net⁃
work)、全球融资网络 (Global Financial Network)和全

球生产网络(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的相互配合，

推动中美科技创新的全面脱钩。其基本操作逻辑

是，通过对全球融资网络的武器化运用，制造和扩大

中国科技创新的“融资鸿沟”(funding gap)，使中国陷

入所谓“中等技术陷阱”(Middle Technology Trap)，最
终将中国排斥在全球创新网络和全球生产网络之

外。这一努力的最明显体现便是针对中国科技创

新的投资限制不断增多。

第二，美国对华技术遏制正朝着更加极端的污

名化和安全化方向发展。特朗普执政后将中国树立

为“主要竞争对手”，美国战略界、主流媒体等力量开

始共同宣扬“中国技术威胁论”，构建起中国在高新

技术领域的突破将危及美国国家安全的幻象与迷

思，对包括华为在内的中国高科技公司实施全面封

锁。拜登政府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前任的战略逻

辑，在 2022年 10月发布的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

中将中国视为“最严峻的地缘政治挑战”，并认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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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是唯一既有重塑国际秩序的意图，同时又具备经

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实力来实现这一目标的竞争对

手。这不仅为中国科技创新战略贴上技术民族主

义的错误标签，更将美国技术民族主义乃至技术霸

权主义美化为保卫知识产权和“民主生活方式”。

第三，美国对华技术遏制正朝着更加冒险的长

期化和军事化方向发展。一方面，围绕“中国技术威

胁”全面调整美国国家创新战略——这是冷战结束

后的首次重大调整，重新回归政府主导的科技发展

路径，为长期阻遏做准备。具体而言，白宫科技政策

办公室 (OSTP)协同国防部、国家科学基金会、能源

部、国土安全部等政府部门及 IBM、谷歌等私营企业

投入海量研发资金，聚焦新兴技术的基础理论与应

用研究，汇聚美国政府机构、军方和私营企业的资源

和能力，旨在推进新兴技术的理论创新与加速落地，

抢抓下一轮技术革命风口，从而“竞赢”中国。另一

方面，美国还将军事科技创新置于国家创新的中心

位置，聚焦与中国的军事竞争甚至霸权竞争的“全球

性战争”。在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的支持下，美国国

防部协同私营企业重塑了军方重点关注技术的研发

体系，构建了基于时间优先等级的重点关注技术的

分层研发体系，不仅注重确保美军方在当前处于军

事技术领先优势，更着眼于在下一轮科技革命中为

美军方赢得先机。

结语

在建国后的两百多年里，美国不仅实现了从技

术后发国家到技术引领国家的跃升，更是长期维持

了其在整个国际体系中的技术引领地位。尽管如

此，美国的科技创新努力始终基于“假想敌”逻辑驱

动，根本上是追求科技竞争的技术民族主义。受国

家技术地位和技术生命周期的动态组合驱动，美国

技术民族主义经历了三次结构转型，从而为当前奉

行的对华创新阻遏型技术民族主义奠定了认知框架

和经验基础。进入 21世纪以来，随着中美权力转移

进程持续发展、第四次工业革命凸显了技术革命的

不确定性，美国出于对中国可能取代其技术引领国

家地位的战略担忧，重启创新阻遏型技术民族主义，

实施对华技术遏制。通过将冷战时期针对苏联的意

识形态斗争与针对日本的技术霸权主义相结合，美

国对华创新阻遏型技术民族主义远比其历史版本更

加复杂和完善，对华技术遏制也更具系统性、极端性

和冒险性。尽管如此，美国却试图歪曲和抹黑中国

旨在实现自强的科技创新战略，以便为其推行创新

阻遏型技术民族主义正名。因此，中国应有和可有

的战略应对是通过支持开放包容的技术全球主义，

彰显中国科技创新战略的两个根本目标：一是中国

的科技创新不设“假想敌”，坚定追求科技自强，为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科技基础，美国无须担忧来自

中国的国家技术地位“威胁”；二是中国的科技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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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的有关解决体系性问题的创新性方案，通过推动

国际社会共同的科技进步而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贡献力量，而美国也必将从中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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